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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关系及其理论嬗变
马银琴

( 清华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62)

摘 要:“诗言志”是周代礼乐背景下，围绕《诗经》作品而产生的《诗》学阐释命题。基于《诗》的政教功能，“诗”
所言之“志”也表现出密切关联于政治教化的特点。“诗缘情”则是在有意为文的魏晋时代，以创作者为主体的对于
创作机制的探究。从“诗言志”所代表的阐释批评到“诗缘情”所表达的根源探究，这个过程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
内容，它既是一个由《诗》到“诗”的意义扩展过程，也是从“情、志一也”到“情”“志”分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它还是
一个创作主体由幕后走到台前，最终成为文学活动主宰者的自觉过程。在“缘情而绮靡”的追求让六朝诗歌蜕变为
“亡国之音”后引发的反思与讨论中，孔颖达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了深度整合，这两个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段、
具有不同诗学内涵的命题由此得以相互补足，从而奠定了唐代乃至整个后世诗歌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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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与“诗言情”是中国诗学的两大纲领
性命题。自从“诗缘情”说被提出之后，便有学者讨
论“言志”与“缘情”之间的关系。如李善注《文选》
时，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下注
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表现出了视“言志”“缘
情”为一事的特征。孔颖达作《五经正义》，亦持
“情、志一也”的观点。但在后世的诗学阐释中，在
“言志”与“缘情”并陈的同时，对于二者差异的讨论
也开始出现。如沈德潜于《说诗晬语》中说: “士
衡……所撰《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言志章教，
惟资涂泽，先失诗人之旨。”［1］近世以来，对于“言
志”与“缘情”差异的讨论逐渐成为主流。朱自清先
生的《诗言志辨》，在系统梳理“言志”与“缘情”的
关系之后，提出:“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
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大序》的作
者似乎看出‘言志’一语总关政教，不适用于原是
‘缘情’的诗……可见‘言志’跟‘缘情’到底两样，
是不能混为一谈的。”［2］此后，“言志”总关政教、“缘
情”则更切诗之本质成为占据主流的看法。至 2007
年，杨明先生发表《言志与缘情辨》，以归纳的方法，
通过对大量例证的具体分析，对传统的说法提出了

质疑。他认为，“言志”与“缘情”并没有根本的差
异，“诗言志”是说用诗来表述内心所存想。“诗缘

情”是说诗依照内心所存想而作。两种说法本身都
不涉及与政治教化的关系问题［3］。该文具有总结
性的意味，但发表之后，“言志”与“缘情”的关系问
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辨析“言志”与“缘情”之异同
关系及其嬗变发展的文章仍不时出现，“诗言志”总
关政教的说法仍然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那么，
“诗言志”为何会与政教相关? “言志”与“缘情”两
个命题之间有无直接的联系? 其差别又因何而来?

在它们的关联与差别中，人们的诗学观念发生了怎

样的转变?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笔者拟通过历史

的追溯与考察，顺流而下，厘清从“诗言志”到“诗缘
情”的诗学发展之路，进而探明这两个命题之间的
关联与嬗变。
一、“诗言志”的时代及内涵
“诗言志”最早出现于《尚书·舜典》，帝命
夔曰:

夔! 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

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
人以和。［4］

这里记述的是诗、歌、乐在教育子弟、娱乐神人
时应发挥的作用及结果。“诗言志”是一个阐述
“诗”之作用与功能的命题。李山先生认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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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尧典》“是西周中期文献，具体说，是不出西周
穆、恭、懿、孝这一时间范围内写制的文献”［5］。王
文生《“诗言志”文学思想纲领产生的时代考》一文，
则从“夔不达不礼”“乐教的内容无‘仁’‘义’”以及
“神人以和”三个方面，论证“诗言志”文学思想纲领
产生在西周中期的公元前九世纪中叶［6］。这个时
代，实际上正是“诗”由产生到与“歌”合流，从而“正
经与变同名曰诗”的时代。

1．“歌”“诗”合流与“诗言志”说的产生。“歌”
“诗”合流的问题，最早由闻一多先生明确提出并加
以讨论，在《歌与诗》一文中，他说:

歌与诗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结果
乃是《三百篇》的诞生。一部最脍炙人口
的《国风》与《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
精采部分，便是诗歌合作中最美满的成绩

……这些都是“诗”从它老家( 史) 带来的
贡献，然而很明显的上述各诗并非史传或

史志，因为其中的“事”是经过“情”的泡制
然后再写下来的。这情的部分便是“歌”
的贡献……歌诗的平等合作，“情”“事”的
平均发展，是诗第三阶段的进展，也正是

《三百篇》的特质。［7］190

由此可知，他所谓的“歌”与“诗”的合流，实际
上指“情”与“事”的合流。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
出:“《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
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最后这一点特别值得
注意。知道诗当初即是史，那恼人的问题‘我们原
来是否也有史诗’也许就有解决的希望。”［7］191发现
并论证“歌”与“诗”的区别，这是闻一多先生对于早
期诗歌研究的一大贡献。的确，在西周时代确实存
在过一个“歌”与“诗”分立的时期。但是，这个分立
并非发生在《诗经》之前，也并非表现在“情”与
“事”的不同上。实际上，被闻一多先生认定为出自
史官之手的《大雅·绵》《公刘》等，恰恰是西周初年
最为典型的“歌”，是周人纪念先祖、“歌乐思其德”
的产物。与“歌”相比，“诗”的产生相对滞后。《汉
书·匈奴传》曾把“诗人始作”的时代确定在西周中
期的周懿王时代，“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
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
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
孔棘。’”［8］3744这些诗句出自《小雅·采薇》。《采
薇》通常被认为是周宣王重修礼乐时写定的作品，
但它的始作时代，很有可能可以上溯至边患频发的

西周中期。而在文献的记载中，“诗”的产生与使用

总是关联于讽刺与规正。如《国语·晋语六》说“在
列者献诗使勿兜”，《淮南子·泛论训》说“诗所以刺
不由道”，《论衡·谢短篇》说“周衰而诗作”，《诗
纬·含神雾》说“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
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通过因形求意
的字形分析以及对先秦时代“诗”字实际用例的考
察，可知“诗”字的本义应指具有讽刺、规正意义的
言辞。因此，“歌”与“诗”的分立，实际上发生在讽
刺之诗初起的西周中后期，发生在歌颂还是讽刺的

不同指向上①。
尽管《汉书》把“诗人始作”的时代定位于周懿

王时，但由于功能与用途的限制，西周中期的“诗”
并未能够及时被纳入收录仪式乐歌歌辞的文本当

中。一直到宣王重修礼乐时，以讽刺为目的的厉王
“变大雅”以及抒发征人情怀的《四牡》《采薇》等
诗，通过“诗入仪式”的方式成为仪式乐歌之后，诗
文本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自西周初年以来颂圣赞

“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歌”之外，出现了表达讽
谏怨刺之义的“诗”。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乐歌
作品中开始出现了“歌”“诗”混用的情况，如《大
雅·卷阿》“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歌”与“诗”出
现于同一首诗，表现出了明显的合流趋势。实际使
用中的合流，也必然推动观念上的改变。与更倾向
于歌唱形式的“歌”相比，“诗”字更加注重文辞内容
的意义指向，使之逐渐涵括“歌”的部分，具有了指
代仪式乐歌歌辞的意义，《大雅·崧高》即是其例: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这就
是孔颖达所说的“正经与变同名曰诗”。于是，在这
样一个以“歌”为“诗”，“歌”“诗”混用的时代，“诗
言志”的观念也跟着产生了。

2．“诗言志”的内涵。“诗言志”是一个内涵丰
富的命题，其中的“诗”，既密切关联于“《诗》”，又
不能等同于“《诗》”。而除了“诗言志”这个说法之
外，还有“《诗》以言志”(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
“《诗》以道志”( 《庄子·天下篇》) 等不同的说法。
这些不同的说法，实际上来源于《诗》在当时所承担
的不同的社会功能。
最早的“诗言志”，是在“在列志献诗使勿兜”的

意义上使用的，这也就是朱自清《诗言志辨》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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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流》，《文学评论丛刊》2000年第 1期;《两周诗史·
绪论》第二节“《诗经》中的歌与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4年。



“献诗陈志”，即针对执政者的缺失，陈述具有规谏
之意的诗进行劝谏。至春秋时代，诸侯卿大夫聘问
邻国，往往通过直引《诗》篇或者《诗》句，来表达交
结之意，寄托恩好之情，甚或传递隐微之志。这就是
“《诗》以言志”，或称之为“赋诗言志”。与此同时，
“观人以言”、“赋纳以言”等观念的流行，也让“赋
诗”的行为本身具有了表德与观德的意义。于是，
《诗》在道德养成、志向提升中的作用也被发挥出
来，这就是《国语·楚语上》所说的“教之《诗》，而为
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在这个意义上，“诗”与
“志”的关系又可被表述为“《诗》以道志”或者“教
诗明志”。
在这些对《诗》的具体使用中，基于《诗》的政教

功能，“诗言志”也始终与政教相关联。因此，这样
的文化背景下，“诗”所言之“志”，也必然始终与政
治教化相关联。但是，“诗”所言之“志”与政治教化
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不意味着“志”本身就是一个与
“情”相区别的、从一开始就与政教关联在一起的
概念。
虽然导引出“诗言志”观念的《诗》中未直接出

现“志”字，但《左传》和《礼记》中的两段文字，却反
映出了周代礼乐制度下“情”与“志”在观念上的统
一。《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云:“民有好、恶、喜、
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杜
预注曰:“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
过节。”［9］4579在这里，源于“六气”的“好、恶、喜、怒、
哀、乐”被称为“六志”，而在《礼记》中，它们却被称
为“情”。《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 喜、怒、哀、
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故圣人之所以治人
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

治之?”［10］这一段话的中心主旨在于“礼以节情”，
这也就是《左传》所说的“为礼以制六志”。因此，孔
颖达在注《左传》时即云: “此六志，《礼记》谓之六
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
耳。”［9］4579除了通过“志”与“情”的互通使用来证明
先秦时期的“情志合一”之外，就孕育“诗言志”观念
的《诗》的创作实践而言，这里所说的“志”，实际上
就是“情”，喜怒哀乐之情是推动“诗”之所以成
“诗”的最初发动力量。“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 《小雅·四月》) ，“啸歌伤怀，念彼硕人”( 《小雅·
白华》) ，除了《诗经》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喜怒哀乐之
情外，《毛诗序》在阐释“诗言志”时，对“诗”“志”与
“情”的关系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达: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

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
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孔颖达在疏文中进一步申述说:

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
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
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
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
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
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
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
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
之声发’，此之谓也。正经与变同名曰诗，
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11］563

在这里，他顺依《诗序》原文，把“感物而动”者
称为“志”。而在《毛诗正义序》中，他却换了一个
说法: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

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
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

情迁。［11］553

实际上，从《毛诗序》的“在心为志”与“情动于
中”，到孔颖达的“感物而动乃呼为志”与“情缘物
动，物感情迁”，都说明了《诗经》时代“志”与“情”
的统一。那么，既然“情、志一也”，“志者，情也”，那
为什么在“诗言志”之外，又会出现一个“诗以言情”
的说法，并最终导出了被视为与“诗言志”两立的
“诗缘情”说呢?
二、以“诗”义扩展与情、志分化为前提的“诗以

言情”
如前文所言，在《诗经》时代，“诗”经历了一个

由歌、诗合流之前专指讽谏怨刺之辞，到歌、诗合流
之后兼指颂赞之“歌”与讽刺之“诗”的词义扩展过
程。词义扩展之后的“诗”，曾长期被用为周代仪式
乐歌文本的专名，并使这个专名成为春秋战国时代

“诗”字最为通行的义项。但是，作为专名的
“《诗》”，并没有阻止“诗”字字义演进的历史进程。
到了战国后期，在《诗》与“逸诗”之外，逐渐出

现了把自己的作品称为“诗”的现象。如屈原的《九
歌·少司命》“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以及《九
章·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
“窃赋诗”以明心中之志，这显然是对“诗言志”传统
的直接继承。之后《荀子·赋篇》中出现了“佹诗”: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所谓“佹诗”，即“佹异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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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诗”( 《荀子·赋篇》杨倞注) ，这个“诗”，也超出
了战国时代通行的《诗》的范围。

1.“诗”义扩展对“诗言情”说的推动。屈原和
荀子对“诗”义的扩展，一方面使得“诗言志”的
《诗》学命题突破了《诗》学阐释的范畴，对“诗”的
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伴随着“诗”义
的扩展，因《诗》而与政教密切关联的“志”，开始向
一己之情志的方向发展。所谓“贤人失志之赋”中
的“志”，虽然也表达政治的关切，却直接关联于个
人，这与《诗经》时代的“诗言志”所表达的国家政治
教化之“志”有了一定的区别。这两个方面的共同
推动，让原本作为《诗》学阐释命题的“诗言志”，开
始向广义的诗歌阐释命题转变。
“诗”义的真正扩展，是汉代“歌诗”的大量出
现。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中说: “汉世所谓歌
诗者，有声音曲折，可以弦歌。”这就是说，汉朝人把
配乐可以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是一个既强调
“歌”的形式，又注重“诗”之内容的名称。实际上与
西周末年“歌”“诗”合流之后的“诗”具有相同的内
涵与外延，都与仪式乐歌直接关联。这个名称的出
现，应该是为了与《诗》相区别，却在实质上带来了
推动“诗”义大扩展的结果，为“诗缘情”说的出现奠
定了基础。
“歌诗”，今天又称之为“乐府诗”。乐府诗可分
为文人造作乐府诗与乐府民歌两类。《汉书·艺文
志》云: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

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
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
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

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

《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
圜丘。［8］1045

从这一段记载可知，所谓的“采诗夜诵，有赵、
代、秦、楚之讴”，是对《诗经·国风》所建立的“采
诗”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而李延年、司马相如等人的
“造为诗赋”，则直接来自于周代仪式配乐的传统。
歌诗的采集与造作，在后续的发展中，逐步突破仪式

的限制，也逐渐脱离以《诗》“三百篇为谏书”的影
响，“歌诗”逐渐成为抒发个人情感的重要表现方
式。到这一时期，“诗言志”理论中的“在心为志，发
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汉人的表述中变
成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
其事”。这个变化发生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诗言

志”向“诗言情”发生转变的过程。
2．“情”“志”分化与“诗言情”说的提出。在先

秦时代“情、志一也”的背景下，“诗言志”的“在心为
志，发言为诗”，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
情”。但是，春秋末年以后，“情”与“志”在具体的使
用中开始发生分化。一方面，在“诗言志”的阐释系
统中，“诗”与“志”的关系一再被强调和确认，如《礼
记·孔子闲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礼记·乐
记》“诗言志其也，歌咏其声也”，《孟子·万章上》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
得之”，《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
其事也”，郭店简《语丛一》“《诗》，所以会古今之志
也者”，上博简《孔子诗论》“诗无隐志”等等。而另
一方面，在具体的使用中，人们越来越多地用“志”
字表达“意志”“志向”“志气”，如《论语》之“盍各言
尔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等。与
礼文诗乐相关联的情志，则更经常的用“情”字来表
达。这样的例子很多，除了《诗大序》的“情动于中
而形于言”“发乎情，止乎礼义”之外，上博简《孔子
诗论》中更是出现了“《燕燕》之情，以其独也”“《杕
杜》，则情喜其至也”等直接以“情”言诗的例子。
除此之外，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更是超越了

“诗言志”的表达，在“志”之外，以“情”为中心讨论
了与《诗》《书》礼乐相关联的很多问题。如言及
“道”“情”“性”“义”的关系时说: “道始于情，情生
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言及《诗》《书》与礼乐
的用途时说: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
《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
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
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
它充分肯定了《诗》《书》礼乐与“情”的关系，提出
了“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的观点。以此为基础，《性
自命出》充分肯定了“情”的意义: “凡人情为可悦
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 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
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
也。”这里所说的“美情”，实际上就是指接受经过圣
人“比其类论会之”的《诗》《书》礼乐之教化的
“情”［12］。

《性自命出》典型地代表了战国中晚期人们对
“情”的重视。这样的态度，在《礼记》中也有相同的
表现。所谓“礼以节情”，《礼记》当中礼文与情的关
系表现得更加直接。除了大量与《诗》《书》《礼乐》
关联的“情”之外，如前文所言，曾经出现在《左传》
中的“六志”，在《礼记》也中被称为“六情”。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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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礼记》却很少用“志”字来表达“心之所之”，
使用到“志”时，也表现出了与《论语》之“志”相似
的特征，如《檀弓上》“今一日而三斩板，而已封，尚
行夫子之志乎哉”，如《礼运》“大道之行也，与三代
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这些“志”，均与“志
意”相关联而与“感情”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之
后到屈原时代，《九章·惜诵》中出现“发愤以抒情”
的说法，就成为一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尽
管如此，“发愤以抒情”的提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它首次从理论上明确了诗人之“情”与诗文创
作的关系，为“诗言情”取代“诗言志”奠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情”与“志”均多次出现于屈原

的作品中。王逸注其“情”字时，或曰“志愿为情”，
或曰“情，志也”，仍然是基于“情志为一”观念的阐
释。但是，《楚辞》中的“志”字，却通常在“志向”
“志愿”的意义上使用，已无法用“情”字来替代，如
《惜诵》中的“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
“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等。“志”与“情”
的意义演变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势。汉代之后，这种
分化越发明晰起来，前引庄忌《哀时命》的“志憾恨
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就表现出了“志意”与
“感情”的二分。
这一时期，把“情”与文辞直接关联起来的，除

了文学家的“杼中情而属诗”之外，还有来自于经学
的贡献。汉代纬书《诗泛历枢》有言:“《诗》之为学，
性情而已。”刘歆《七略》残文有云: “《诗》以言情，
情者，性之符也。《书》以决好，好者，义之证也。”①

“《诗》以言情”，扩展而言，即“诗以言情”。经学阐
释中“诗言志”让位于“诗以言情”，对于推动“诗”
“情”关系取代“诗”“志”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歆之后，作为东汉初年文人最为重要的代表，

王充在其《论衡》中，充分地肯定了“情”的意义:
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

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
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

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为作
者，情与性也。［13］

王充认为“情性”为“人治之本”，礼乐之作，本
原于人的情性，“礼情相副”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这
一要求表现在文人的创作中，就是“表著情心”、“情
见于辞，意验于言”的“情辞相称”。王充在叙述“精
诚由中”之言的力量时说: “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
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 邹阳上疏，梁孝
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

熟者所能为也。”［13］612“情”之灌注让鲁连之书、邹阳
之疏具有了夺人肝心的力量。“情”之于“文”的作
用，在王充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王充之后的另一位东汉文人王符，在《潜夫

论·务本》中不但明确肯定了诗赋创作“泄哀乐之
情”的功能，还对汉代诗赋创作中多“不诚之言”提
出了批评: “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
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
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

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

者也。”［14］从以王充、王符为代表的汉代文人要求
“情见于辞”，批评“不诚之言”的论述可知，在汉代
歌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诗”创作的推动
下，“情”与诗文的关系较“志”与诗文表现得更为鲜
明、更为直接。在西汉时代就已经出现的“杼中情
而属诗”与“诗以言情”的表达中，“情”就已经取代
“志”成为“诗言”的对象。“诗言情”取代“诗言
志”，并最终演变为“诗缘情”，就具有了一定的必
然性。
三、汉赋创作实践对于“诗言情”说的推动
除了“歌诗”系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认识

为“诗缘情”说的提出准备了基础和条件之外，汉赋
的创作实践，对于诗赋言情观念的发生发展也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前文引述王符“诗赋者，所
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的认定中，我们可以
看到汉代文人对于诗赋“泄哀乐之情”的充分肯定。
但是王符毕竟不是真正的辞赋创作者，他的意见代

表了旁观者的态度与认知。以班固为代表的汉代辞
赋家的态度，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

1．汉赋创作与抒情的关联。和“歌诗”一样，在
汉人的观念中，辞赋也是接续《诗经》传统的典型文
体，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就明确声称: “赋者，古诗
之流也。”《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小序有一段话，
非常精要地概括了《诗》向辞赋的流变、辞赋创作的
分化以及与歌诗与《诗》的关系:

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

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
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
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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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
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
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
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
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
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

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8］1755－1756。
按照班固的观点，屈原和荀卿的“贤人失志之

赋”，是直接接续“诗言志”传统的创作，所谓“离谗
忧国，皆作赋以风( 讽) ”，他们的创作目的在于讽刺
朝政，所表达的就是“离谗忧国”之情( 志) 。但是从
宋玉、唐勒、景差开始，屈原的遭遇使得之后辞赋家
的创作发生转向。《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
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
谏。”［15］“莫敢直谏”，最终改变了“直铺陈政教之善
恶”的“赋”的性质与创作方向，他们试图通过华丽
的文辞，委婉曲折地达到讽谏君王的目的。然而，对
丽辞的追求，最终淹没了“赋”的讽谏之义，在“竞为
侈丽闳衍之词”的过程中，出现了与创作本意完全
偏离的“劝百而讽一”的“辞人之赋”。西汉末年，著
名的辞赋家扬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法言》中
做了深刻地反思:

或问: “吾子少而好赋?”曰: “然。童
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
“赋可以讽乎?”曰:“讽则已，不已，吾恐不
免于劝也。”……或问:“景差、唐勒、宋玉、
枚乘之赋也，益乎?”曰: “必也淫。”“淫则
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
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
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16］

扬雄在反思赋的“讽”“劝”功能时，发现了“诗
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别，他认为，从景差、宋
玉时出现而在汉时兴盛的“辞人之赋”，不但不能达
到谏止之目的，反而还会产生劝进的反作用。他由
此认定赋无益于政教，并把赋的创作，归结为“童子
雕虫篆刻”，宣称“壮夫不为”，从此放弃了赋体创
作，把兴趣投入了他认为更有价值的学术方向，效仿

《论语》完成了《法言》，效仿《周易》完成了《太玄》。
与扬雄反思之后放弃具有讽刺功能的辞赋创作

不同，班固从更为积极的层面上思考赋的价值与意

义。在《两都赋序》中，他充分地肯定了辞赋作品
“抒情”与“宣德”的功能: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
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
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
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亊，
以兴废继絶，润色鸿业。是以众庶说豫，福
应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寳鼎之歌，荐于郊

庙，神雀五鳯，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
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
方朔、枚皋、王襃、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
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寛、太常
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
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
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
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17］

这一段文字，首先从《诗》、赋关系的角度，充分
肯定了“赋”对于《诗》的继承，为后文论述赋“或以
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功能奠
定了基础。在此为基础，立足于东汉初年万象更新
的形势，为了巩固“《雅》《颂》之亚”的位置，他倡导
用赋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从而把西汉以来逐
渐脱离政教轨道的赋体创作重新纳入到了汉代的制

度与文化建设当中，让因《诗》而来的赋再次回归到
了由《诗》所建立的政教传统中，从而消解了西汉以
来赋体创体创作中一直存在的“讽”与“劝”的矛盾，
为赋体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方向。
从东汉以后赋体创作的实际状况来看，从赋体

创作主动承担起“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政教功能
之后，便走上了一条与《诗》非常相似的发展之路:
从润色鸿业到刺世嫉邪，从纪行述志到言情咏物，宏

大的政治教化最终导向个体性十足的抒情写志。经
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后，诗与赋殊状共体，同声异

气，最终成为语言艺术最经典的表现形式。
2．基于创作立场的“诗赋欲丽”与“诗缘情而绮

靡”。从刘歆《七略》开始，诗赋二体就被并为一类，
与六艺、诸子等同列。班固对“赋者，古诗之流”以
及“《雅》《颂》之亚”的定位，也从客观上强化了诗
与赋的内在关联。在赋的创作表现出铺彩摛文、体
物写志的鲜明特征时，文人诗的创作，也在模仿和借

鉴“歌诗”的过程中，逐渐突破“《诗》”的限制，逐步
走上追求文辞形式之美的发展道路。现存最早的文
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尽管这首诗被批评为
“质木无文”，但它却开辟了“借咏史事以抒己怀”的
咏史诗的创作先河。之后出现的张衡《同声歌》、秦
嘉《赠妇诗》、蔡邕《翠鸟》、郦炎《见志诗》、赵壹《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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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诗》等，或抒情、或写志，均以整齐的五言形式表
情达意，体现出了对形式之美的刻意追求。至建安
时期，类似于赋之“铺彩摛文，体物写志”，诗坛也出
现了“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 驱辞逐貌，唯取昭
晰之能”( 《文心雕龙·明诗》) 的“丽”化倾向。正
是在这个背景下，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诗
赋欲丽”的主张。
曹丕身处于文学自觉的时代，他虽然仍旧把文

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这时的文学，
已经摆脱经史之附庸的地位，逐渐剥掉了作为政治

教化工具的功能，单纯地成为文人抒发情感、展示才
华的重要手段: “既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
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
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
才。”［18］66在文人们展示才华的有意为文与“诗赋欲
丽”观念的驱动下，赋朝着骈俪化方向发展，而诗则
走上了轻绮之路。所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18］67，《文心雕龙·
明诗》的这几句话，经典地总结了建安以来诗歌创
作的方向以及西晋诗歌放弃对思想内容的锤炼，崇

尚绮丽浮艳的文辞特点。
“文的自觉”缘于人的自觉，当人们意识到作家
作为创作主体的特殊性以及作家不同的个性特征导

致不同的文体风格之后，从创作者的角度讨论和认

识文学创作活动的机缘也就成熟了，于是陆机的

《文赋》应运而生。《文赋》站在创作者的角度，系统
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于不同文体的认知与追求: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
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
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
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
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
举，故无取乎冗长。［19］

这里，陆机虽然各体文章的目的都在于“禁邪
而制放”，创作的关键在于“辞达而理举”，但“诗缘
情而绮靡”的判断，却对“丽”化的追求产生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刘宋之后出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
一句之奇; 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趋
于极致的形式追求，是这种创作理念的必然结果。
在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判断中，我们能够看

到汉代歌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影响，从某种
意义上说，“缘事”就是“缘情”。“感于哀乐，缘事而
发”的汉乐府创作，为“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
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绮靡”的追求中又映射出

了曹丕“诗赋欲丽”的影子。从“缘事”到“缘情”，
从“欲丽”到“绮靡”，实际上都是站在创作者的立场
上，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因此，和“诗言志”的
阐释立场不同，“诗缘情”是基于创作立场的理论，
是创作者对于创作机制的主动探求。
四、结语:“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本质差异及

其理论嬗变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其间发生改变的不仅
仅是从“言志”到“缘情”的不同，两个命题中“诗”
字内涵的演变，才是导致从“言志”到“缘情”的根本
原因。魏晋以来走上轻绮之路的“诗”，早已不是
《诗经》时代承载着礼乐制度与政治教化的“诗”。
此“诗”非彼“诗”，这是导致西晋时代的诗学命题
“诗缘情”从根本上不同于《诗经》时代基于《诗》学
阐释的“诗言志”一说的根本原因。
在从《诗》到“诗”的拓展中，在《诗经》时代原

属一事的“情”与“志”，也在春秋末年的具体使用中
出现“志意”与“情感”的分化。当“情”仍能兼包
“志”义，而“志”不能兼指“感情”时，文学家所倡导
的“发愤以抒情”，就让诗文创作超越了“言志”的传
统观念，与“情”建立了更为直接的关系，并在之后
“杼中情以属诗”的陈述中得到再次确认。另一方
面，经学阐释中对“《诗》以言情”的认可，又进一步
刺激和推动了“诗”与“情”的关联。从“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言志”的表
达被“诗以言情”所取代，就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
如前文所言，“诗言志”是一个《诗》学阐释的命

题，而“诗缘情”则是一个基于创作机制的命题。从
“言”所代表的阐释与批评立场，到“缘”所表达的创
作主体立场的改变，是“诗言志”与“诗缘情”说的第
三个不同。从“诗言志”所代表的阐释批评，到“诗
缘情”所表达的根源探究，这个过程实际上蕴含了
十分丰富的历史内容: 它既是一个由《诗》到“诗”的
意义扩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从“情、志一也”到“情”
“志”分化的过程，同时，它更是一个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中创作主体由幕后走到台前，最终成为文学活

动真正主体的过程。
以“诗缘情而绮靡”为纲领，一味追求形式之美

的六朝诗歌，在经历过“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
奇”的发展，成就永明体“调与金石谐”的声律和谐
之美后，最终在宫体诗绮丽浓艳的追求中蜕变为

“亡国之音”，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唐人李延寿于
《北史·文苑传》中说:

盖文之所起，情发于中。而自汉、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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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梁自大同之
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
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
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

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20］

对于六朝诗歌“亡国之音”的定位，让人们进而
反思“缘情”之说的局限，基于《诗》学阐释理论的
“诗言志”命题中十分鲜明的政教观念再一次引起
人们的关注。以《毛诗正义》的撰作为契机，孔颖达
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了深度整合，在充分肯
定“抒情”的正当性之后，又张扬了诗的教化功能。
《毛诗正义序》有云: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

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
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
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
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

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
吕。故曰: “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
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11］535

孔颖达既从“作之者”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诗歌
“畅怀抒愤”的抒情作用，又从“闻之者”的角度重申
了诗歌“止僻防邪”“塞违从正”的政教讽谏功能，使
“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个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段、
具有不同诗学内涵的命题得以相互补足，在相互融

合、相辅相成中建构起了新的诗学理论，这奠定了唐
代及以后历代诗歌理论的基础。从此，“言志”与
“缘情”，遂成为中国诗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
柱，在“志”与“情”和而不同的融和发展中，撑起了
既言政教之志、亦抒个人之情诗歌传统，在情、志并
重的发展中，形成了刚健昂扬的理想追求与精诚由

中的情感表达完美融合的唐诗气象，并对后世诗歌

创作及诗歌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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